
　

政策再生产何以形成:
 

基于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组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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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策扩散作为政策科学的经典议题,以往研究往往将政策采纳与否作为核

心议题,实质是将政策转移简单理解为政策复制而忽视了政策再生产的多元样态。
政策再生产的复杂性决定了既有政策扩散理论的套用难以充分解释其形成过程。
因此,本文基于政策再生产过程与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展,提炼出区域环境、组织资

源、府际 网 络 与 领 导 特 征 四 个 理 论 概 念, 构 建 了 “ 环 境 组 织 网 络 领 导”
 

(Environment-Organization-Network-Leadership,EONL)的理论框架,以探讨政策再生

产的形成过程。 本文基于城市政府数据治理机构这一数字政府政策议题中的管理

创新,综合应用 Doc2Vec 模型与定性比较分析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1)单一条

件并不构成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必要条件;(2)区域环境与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

导特征多重并发,形成 5 条驱动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多元化组态,分别为内部协调

型、环境支持型、内外联动型、外部协调型、综合演化型,且其本质差异在于组织外部

的区域环境与组织内部的晋升激励何者为主导配置;(3)条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

杂性面貌,区域环境与领导特征相较于府际网络与组织资源更加重要,且区域环境

与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分别构成了替代关系。 研究不仅有助于通过对政

策再生产理论框架的完善来深化对政策动态转移的理论认知,还为地方政府促进政

策的本地化调整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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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政策扩散作为政策科学的经典议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产生以来便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与探讨(Walker,1969;Berry
 

and
 

Berry,1990;Volden,2006)。 然而近年来该

领域正逐渐陷入知识增长困境,即随着传统议题研究的饱和化,理论发展愈加困难。
这主要缘于既有研究对政策内容所进行的简化处理。 一方面,政策内容传播的静态

化,即政策在地方政府之间的扩散被视为一个简单的复制与模仿过程,在此过程中

政策内容并未发生变化(Clark,1985)。 这种概念简化虽然促成了理论分析的实现,
但也限制了对潜在问题的发现。 另一方面,政策内容采纳的二元化,即政策在地方

政府之间的扩散被一个虚拟变量所代表,这种粗糙的测量方式虽使经典政策扩散研

究得以进行,但却是以损失扩散变量精度为代价的(张楠等,2023)。
2015 年来,作为政策扩散的扩展与延伸,政策再生产、政策再发明、政策再创新

等概念陆续涌现,为认知政策传播过程中发明者与先后采纳者之间所产生的政策内

容变化提供了有益的知识积累(杨志和曹现强,2023)。 然而,在这些看似纷繁的名

称形式下,却隐含着清晰稳定的本质内容,即地方政府在上级或者同级政府政策原

型的基础上进行细化更新或吸收改造,进而形成本辖区相应政策的过程(林雪霏,
2015;Carley

 

et
 

al. ,2017;刘河庆和梁玉成,2021)。 由此,政策再生产研究的兴起有

助于在原有政策扩散理论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理论子领域,从而延续乃至再造政策

扩散的生命力。
目前,学界已尝试对政策再生产的驱动因素进行探索,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内部

(Carley
 

et
 

al. ,2017;Jansa
 

et
 

al. ,2019;Zhang
 

et
 

al. ,2025)与外部(Hinkle,2015;Yu
 

et
 

al. ,2020;Chen
 

and
 

Huang,2021)两条研究脉络展开。 这虽然为认识政策再生产提供

了有益见解,但既有研究既缺乏一个高度整合的理论框架,也未能明晰政策再生产

的主导因素与复杂关系,这导致了对形塑政策再生产过程的碎片化与模糊化认知。
因此,政策再生产的出现虽然为政策扩散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会,但这需要在

对现实问题准确把握的基础上进行深度的理论回应:在地方政府政策再生产形成的

复杂过程中,起着影响乃至支配作用的因素都有哪些? 这些因素之间表现出怎样的

互动关系? 是否存在着稳定运作的多元路径? 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不仅能深化对政

策再生产过程的理解,还有助于从政策过程层面揭示政府运作的内在逻辑。
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现象,在系统梳理政策再生产

的产生、探索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着眼于政策过程与组织理论的研究视角,提炼出

区域环境、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这四个影响政策再生产的理论概念,构建

了“环境 组织 网络 领导” ( Environment-Organization-Network-Leadership,EONL)的

理论框架,以分析政策再生产的形成过程,并以政府数据治理机构这一数字政府政

策议题中的创新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应用基于神经网络的 Doc2Vec 模型将政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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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治理机构的职责文本向量化,通过文本相似度分析对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再生产

进行测度。 而后考虑到理论框架内部多个要素可能呈现出多轨迹的共同演化,应用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探究塑造高

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多元路径组合与条件关系的互动。 研究不仅有助于扩展政策扩

散的知识增长点,通过完善政策再生产的理论框架来深化对政策动态转移的理论认

知,而且考察了政府数据治理机构实现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关键条件组合,为地方

政府促进政策的本地化调整与优化提供了经验借鉴。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文献综述

　 　 传统政策扩散理论仅聚焦于政策创新的采纳与否,忽视了对政策转移过程中政

策内容变化的关注。 早期研究发现了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再生产,将其划分为服务、
技术与管理三种类型( Rice

 

and
 

Rogers,1980),并逐渐延伸至公共政策领域( Clark,
1985)。 事实上,在政策扩散过程中,采纳者会对政策内容加以调整以适应本地区的

区域环境(Glick
 

and
 

Hays,1991;杨志和曹现强,2023)。 研究发现,伴随着扩散时间

的推移,后期采纳者在早期采纳者政策创新的基础上进行学习调整,进而导致政策

范围更加广泛(Clark,1985;Glick
 

and
 

Hays,1991;Mooney
 

and
 

Lee,1995),然而也有学

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若结合外部因素,采纳者甚至会在政策再生产过程中减少

政策范围(Hays,1996)。
伴随着文本分析工具的兴起,学者们作出了诸多改进研究方法的努力( Garrett

 

and
 

Jansa,2015),从而以更广泛的视角探讨了政策再生产的驱动因素。 既有研究主

要围绕如下脉络展开讨论:(1)聚焦于组织特征,考察了财政能力(Chen
 

and
 

Huang,
2021)、立法能力(Jansa

 

et
 

al. ,2019;Hansen
 

and
 

Jansa,2021)、议题关注(Zhang
 

et
 

al. ,
2025)、意识形态(Carley

 

et
 

al. ,2017)与政党组织(Linder
 

et
 

al. ,2020)等要素对政策

再生产的影响;(2)聚焦于区域环境,发现了市场化程度(刘河庆和梁玉成,2021)、社
会需求(熊烨,2019)等因素在政策再生产中的促进作用;(3)聚焦于府际网络,探讨

了中央支持(Hinkle,2015;刘河庆和梁玉成,2021)、上级压力(熊烨,2019)、竞争与学

习(魏景容,2021)对政策再生产的影响;而官员作为政策制定环节的决策核心,其能

力素质在政策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Chen
 

and
 

Huang,2021)。 此外,政策的

复杂性(Hansen
 

and
 

Jansa,2021)与兼容性(席虎和汪艳霞,2021)等属性也是理解政

策再生产的关键因素。 考虑到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研究还揭示了政策再

生产过程中的多元路径组合( Chen
 

and
 

Huang,2021;张海柱和林华旌,2022;王法硕

和张嘉玲,2023;Zhang
 

et
 

al. ,2025)。
此外,政策再生产实质上包含了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 在政策转移过程中,前

者指对于一项由上级主动发起的政策,下级政府主要参照上级政府的政策实践;后



54　　　 公共管理评论　 2026 年第 1 期

者指对于一项由地方探索试点的政策,其他政府主要学习模仿同级政府的政策实

践,两者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重要区别意味着其形成过程可能存在异质性。 然而,遗
憾的是,现有研究尚未对此给予充分关注,并加以明确区分。 比较而言,国外研究侧

重于政策横向再生产( Hinkle,2015;Carley
 

et
 

al. ,2017;Jansa
 

et
 

al. ,2019;Yu
 

et
 

al. ,
2020),国内研究侧重于政策纵向再生产(刘河庆和梁玉成,2021;席虎和汪艳霞,
2021;张海柱和林华旌,2022;王法硕和张嘉玲,2023),缺乏相同情境下的相互比较,
这可能是缘于国内外制度背景的差异。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围绕政策再生产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仍然存在诸多

关键问题有待回应。 其一,既有研究虽然初步明晰了政策再生产形成过程中的若干

因素,但这些研究不仅较为分散且零碎,而且部分因素被忽视,从而未能构建起一个

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进行组织与提炼,这导致了对政策再生产形成过程的模糊性认

知。 其二,既有研究虽然探究了多元因素对政策再生产形成过程的不同影响,但这

些因素在促进政策再生产形成过程中所构成的复杂互动关系,迄今仍未得到清晰解

释,这限制了对政策再生产形成过程的深层次认知。 其三,既有研究往往从整体层

面讨论政策再生产,未能认识到政策再生产的内部构成,尤其是国内研究往往局限

于政策的纵向再生产而忽视了横向再生产,这限制了其与国内政策纵向再生产及国

外政策横向再生产的比较。

(二)
 

理论框架

政策再生产作为地方政府的组织行为,具有复杂性,其形成可追溯至组织内部

与外部因素的合力。 现有研究中组织内部、组织外部与组织间关系的划分正是源自

此(张海柱和林华旌,2022;Zhang
 

et
 

al. ,2025)。 然而,仅以组织边界区分的研究视

角仍然较为抽象,难以凝练为更具象的理论概念,且组织间关系实质上也是组织外

部的体现。
因此,本文基于政策过程与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展,从组织内外出发提炼出四个

理论概念,以期为政策再生产的形成过程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 具体而言:
一方面,就组织内部因素而言,地方政府作为具有特定目标的组织,其面临的是一个

复杂的多委托、多任务的政策执行情境(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于是组织资

源实质上等同于组织能力,其丰俭多寡直接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行动空间,而居于组

织权力中心的主要党政领导,由于在政策议程设置与政策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Yi
 

et
 

al. ,2018),其核心特征将深刻烙印在地方政府的运行过程中。 另一方面,
就组织外部因素而言,地方政府作为与现实世界交互共生的组织,将面临千差万别

的属地环境,这些属地环境的发展需求将为政府带来回应压力(熊烨,2019),地方政

府须通过满足公众的期望与偏好来履行职责;而地方政府也并非孤立存在的组织,
其与周围地方政府的重复互动过程催生了一个复杂的府际网络( Ma,2017),网络所

涌现的规则在对地方政府的行动产生约束的同时也提供了潜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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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组织内外的组态分析视角出发,抽象提炼四个主要概念,构
建了“环境 组织 网络 领导”(EONL)的理论框架(见图 1),探讨政策再生产的多元

形成路径与条件关系互动。 在组态视角下,理论框架具有系统协同性,其中主要因

素之间密切关联,呈现出多轨迹的共同演化态势,并通过内部与外部的协同互动与

共振耦合来塑造地方政府之间的差异性政策再生产的面貌(杜运周等,2021)。 考虑

到不同的条件组态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组态视角有助于阐明在组织行为生成过程

中不同因素的复杂关系和配置路径。

图 1　 “环境 组织 网络 领导”(EONL)的理论框架

1.
 

区域环境
 

区域环境是指地方政府决策所面临的特定地理区域内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外

部条件。 区域环境会通过由外而内的压力传递与规范约束,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再

生产过程。 因此,地方政府的政策再生产过程必须审慎考虑区域环境的影响,并对

其作出适当回应,从而发展出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再生产( Hays,1996)。 本文

中的区域环境主要是指社会需求与文化创新。 (1)社会需求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

公众所表达出来的各类利益诉求。 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重塑了政府议程与公

众议程的关系,凭借信息传播媒介在短期内迅速凝聚而成的舆论压力,社会需求成

为地方政策决策时必须慎重考虑的要素(邝艳华等,2015)。 为了实现有效治理,地
方政府需要根据社会需求,为政策原型注入地方特色和地方智慧(张海柱和林华旌,
2022)。 (2)文化创新反映了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持续更新与超越的创造性氛围。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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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的这种创新氛围虽然看似无形且抽象,但其影响却是深远和实际的,尤其是对

政策再生产这种政府创新。 作为组织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文化创新会在全社会营

造鼓励探索、持续学习与批判思考的氛围,这种氛围也将渗透进地方政府,从而为政

策再生产提供活力,促进政府创新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李兆友和董健,2014)。
2.

 

组织资源

组织资源是指维持政府生存与运行的基础与保障,其多寡与否直接关乎政府的

行动空间。 由于政策执行必须以配套资源的投入为条件,地方政府在评估新政策理

念的优缺点时,组织资源会改变其可用时间与信息,从而影响政策再生产( Jansa
 

et
 

al. ,2019)。 因此,组织资源能否满足政策推行需求,便构成政策再生产的硬约束。
本文中组织资源主要是指议题关注与财政能力。 (1)议题关注反映了地方政府对特

定议题的优先性重视。 由于注意力资源供不应求,地方政府必须根据政策议题的轻

重缓急决定议题关注。 而政策再生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需要地方政府对

特定政策议题的关注,正如倾向于电子政务政策议题的议题关注,更能激发地方政

府电子政务创新的动力(Fan
 

et
 

al. ,2023)。 (2)财政能力反映了地方政府在财政方

面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当前我国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移的财政收支责任安排

往往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这极大限制了其行动范围。 而政策再生产作为地方

政府的主动作为,其形成需要较高的财政能力予以保障,这是因为无论是方案设计

还是举措执行都需要持续性的资金输入与支持(Hansen
 

and
 

Jansa,2021)。
3.

 

府际网络

府际网络是指不同层级与不同地区的政府之间由于组织内在联系所构成的复

杂关联。 由于地方政府制度化地嵌入整个府际网络之中,其政策再生产过程不可避

免地会受到府际网络的影响,并会根据自身位置与其他主体进行资源交换(刘亚娜,
2018)。 因此,在这种既定的博弈规则之下,政策再生产的形成也需要遵循这种结构

性约束。 本文中府际网络主要指竞争压力与学习动力。 (1)竞争压力反映了同级政

府之间在完成任务与获取资源方面的比较压力。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财政分权制

度塑造了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结果(周黎安,2004),这会加速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
在政策再生产过程中集中表现为同侪间的“左右看齐”。 为了在模范比较中避免落

后甚至实现赶超,地方政府会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对政策原型中的内容进行再生产

(姚怡帆和许正中,2024)。 (2)学习动力反映了地方政府之间在政策再生产过程中

的经验借鉴与信念更新。 地方政府之间在时间、地理、技术、资源、结构等方面的接

近性与相似性诱发了横向学习(Dolowitz
 

and
 

Marsh,1996)。 相比发明政策,理性的地

方政府更倾向于学习其他地方政府的类似政策,并根据本地资源禀赋进行修改与调

整,这种策略在制度上深刻嵌入地方政府创新的过程中(Ma,2017)。
4.

 

领导特征

领导特征是指政府中位于权力结构、管理层级和资源分配中心的党政领导所具

有的属性。 由于我国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治理体制,党政领导基本掌管辖区内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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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工作,这决定了整个政策再生产过程( Yi
 

et
 

al. ,2018)。 因此,领导在政策再生

产过程中发挥着比其他行动者更为重要的作用,而领导因特征不同,这决定了其行

为模式的差异。 本文中领导特征主要指晋升激励与能力素质。 (1)晋升激励反映了

地方政府领导追逐政治晋升的动机。 当前“为创新而竞争”逐渐取代“为增长而竞

争”成为地方政府领导在政治晋升中获胜的重要策略(何艳玲和李妮,2017)。 如此,
政策再生产的根本逻辑还是在于“政绩 晋升”的激励(张海柱和林华旌,2022)。 那

些晋升激励更强烈的领导更可能通过政策再生产的治理绩效谋求潜在的政治收益。
(2)能力素质反映了地方政府领导在治理中所表现出的综合素质与治理能力。 随着

治理环境的复杂化,地方政府领导的能力素质对区域治理的作用愈发突出,这在经

济发展领域已经得到初步证实(文雁兵等,2020)。 而在政策再生产过程中,领导的

能力素质则有助于其对其他地方政策的理解与认知,这可以激发其主动性、能动性

和积极性,促使其积极探索路径。
5.

 

组态理论化

组织内外部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决定了各要素不仅会单独对组织行为产生影

响,更会共同演化、相互联动(杜运周等,2021)。 首先,当组织资源与领导特征均具

有相对优势时,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形成可能不需要区域环境与府际网络的助力,
反之则需要。 区域环境与府际网络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政策过程中面临的外部约束,
而组织资源与领导特征的相对劣势意味着地方政府内部条件的缺失,这些内外部因

素可以帮助政府克服因某方面约束而导致的创新问题。 其次,组织内部要素之间呈

现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的共生关系,这在组织资源与晋升激励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已

有体现(Moynihan
 

and
 

Pandey,2007)。 与之相应,组织外部要素之间也存在着协同联

动的共生关系,这反映于社会环境、府际之间学习与竞争的联动效应( Zhang
 

et
 

al. ,
2025)。 最后,当组织内部或外部各要素无法同时处于高水平时,高水平政策再生产

的塑造需要组织内外部要素相结合。 虽然组织内部或外部各要素从不同方面驱动

高水平政策再生产,但政府内外部因素之间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互补关系(张海柱和

林华旌,2022;王法硕和张嘉玲,2023;Zhang
 

et
 

al. ,2025)。

三、
 

研究设计

(一)
 

定性比较分析

　 　 考虑到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允许变量具有部分隶属度,因此能够有效

处理介于“完全属于”和“完全不属于”之间的复杂情况(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本
文选择 fsQCA 探究政策再生产的形成过程。 QCA 的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拉

金,2019):第一,中等样本的案例限制了基于大样本的统计推断效力,QCA 对具体案

例的深入剖析则使其以处理中小样本见长;第二,理论框架的系统协同性,意味着多

因素在塑造政策再生产的过程中存在着同频共振,QCA 天然适用于组态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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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策环境的差异性,意味着政策再生产的多元形成路径具有等效性,这契合

QCA 对因果关系多样性的关注;第四,QCA 秉持“案例是前因条件组成的整体”的理

念,聚焦于案例层面的多维比较,这保留了案例研究的整体性思考优势;第五,非对

称因果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即使充分条件缺乏也未必导致预期结果缺失,QCA 对集

合关系的关注能弥补相关关系的缺陷。

(二)
 

Doc2Vec 模型

深度学习的发展为基于神经网络的自特征提取的词嵌入( Word
 

Embedding)技

术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2013 年,Google 发布了 Word2Vec 模型,其基于语境对词语

的语义相似性进行识别,并通过三层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利用上下文信息将各个词

语转化为一个低维实数向量,将高维词向量映射成稠密的低维向量,从而实现词的

分布式表示(Mikolov
 

et
 

al. ,2013)。 2014 年,Google 又提出了 Doc2Vec 模型,在神经

网络输入层,将长文本作为特殊的段落 ID 引入语料中,在利用上下文对当前词语进

行预测的训练过程中增加了一个文档向量,将文本向量特征计算从词语层面扩展到

语句层面(Le
 

and
 

Mikolov,2014)。 Doc2Vec 模型分为分布式记忆(Distributed
 

Memory
 

Model
 

of
 

Paragraph
 

Vectors,以下简称 PV-DM)和分布式词袋(Distributed
 

Bag
 

of
 

Words
 

version
 

of
 

Paragraph
 

Vector,以下简称 PV-DBOW)两类:PV-DM 侧重利用文档的上下

文信息,通过文档向量和周围词向量的联合训练以预测中心词;PV-DBOW 侧重于利

用文档固有信息,通过文档向量来预测文档中随机采样的词的概率。 Doc2Vec 模型

不仅同时训练学习词向量和文档向量,适用于文本向量化高效处理的需求,还考虑

了语序信息,预测更准确。 考虑到政策文本可较为准确地反映政府在政策采纳时的

制度安排(Collingwood
 

et
 

al. ,2018),本文引入 Doc2Vec 模型,基于政策文本中的词向

量表示与余弦相似度计算实现概念测度,并选择 PV-DM 进行文档向量化,这主要是

由于 PV-DM 通常能够捕获更细粒度的语义信息,且对词序敏感,因此在多数自然语

言处理任务中具有显著优势(Le
 

and
 

Mikolov,2014)。

(三)
 

变量与校准

1.
 

结果变量

　 　 政策再生产。 立足于地方政府在组建政府数据治理机构时所制定的差异性职

责内容,本文将地方政府在政策扩散过程中对于数据治理机构职责的更新调整视作

政策再生产。 由于地方政府在政策转移过程中基本只能参照其他地方的政策实践,
因此这实质上属于政策的横向再生产。 在政策的纵向再生产过程中,诸多学者都通

过计算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策文本相似度来测量政策再生产( Hinkle,
2015;刘河庆和梁玉成,2021;王法硕和张嘉玲,2023),然而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忽

视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学习模仿。 由于政策横向再生产过程中,各城市政府数据治理

机构的组建时间具有先后性,政策的后期采纳者可以参考发明者与前期采纳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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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者并无直接内容可以参考(Jansa
 

et
 

al. ,2019)。 因此,将发明者作为基准①,计算

后期采纳者与所有发明者、前期采纳者的文本相似度,并将相似度最高的值作为其

政策模仿程度,最后通过“1—文本相似度”得到该采纳者的政策再生产程度。
变量测度过程为如下步骤(见图 2)。 (1)文本收集。 通过政府官网、百度百科

与新闻报道确定组建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城市,通过政府官网途径收集得到 198 份

城市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职责文本②。 (2)文本预处理。 在 Jieba 中文分词工具的基

础上,结合文本内容构建了含“云计算”
 

“政务云”等词语的自定义词典进行分词,而
后应用 4 个主流停用词表③进行去停用词。 ( 3) 模型训练。 基于 Python

 

3. 11 和

Gensim
 

4. 3. 2 的实验环境进行 Doc2Vec 模型训练,选择清华大学公开的中文文本数

据集 THUCNews 中社会和时政两个部分的文本资料作为训练数据,设定文档向量维

度为 300、训练窗口大小为 8 作为训练参数(王法硕和张嘉玲,2023)。 (4)模型预测。
将训练好的模型对所有政策文本进行向量化处理,使用余弦相似度计算两个文档向

量之间的相似性④,取 100 次结果的均值。 (5)变量生成。 由于文本相似度都位于

[0,1],因此都属于正相关,根据时间顺序找出相似度最高的值作为政策模仿程度,
并通过“1—最大文本相似度”计算政策再生产程度,其值越大则意味着政策转移过

程中的创新与重构程度越强。

图 2　 结果变量(政策再生产)的测度过程

①
②

③

④

2015 年的沈阳市、厦门市、黄石市、广州市、成都市、保山市这 6 个城市不计入测度案例。
经统计,截至 2023 年,组建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有 259 个,但 61 个城市无法查到相关

职责文本,这主要集中于组建方式为原有部门挂牌的城市。
主要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停用词表、百度停用词表、四川大学机器智能实验室停用词库、中文停用词表

(中国人民大学)。
余弦相似度的计算基于两个向量之间的夹角,它测量这两个向量在方向上的相似程度,本文中取值范

围为[0,1],表示两个向量方向相同,数值越大则相似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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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因条件

(1)
 

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是指公众对数字政府建设的诉求。 注意力经济理论认

为“关注产生需求”,网络搜索行为反映了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强烈关注和行动倾向

(Mellon,2014),百度是我国公众常用的搜索引擎。 因此,选择上年城市电子政务与数

字政府的百度指数进行加总测量,这是因为电子政务与数字政府在内涵上基本相似。
(2)

 

文化创新。 文化创新是指城市内部的创新氛围与活力。 发明授权专利数量

作为衡量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准,直接反映了一个地区整体的创新氛围(于李

胜等,2024)。 因此,选择上年“城市创新指数”进行衡量(寇宗来和杨燕青,2017),其由

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测算,通过专利更新模型估计各城市的发明授权专利价值。
 

(3)
 

议题关注。 议题关注是指政府对数字政府政策议题的注意力分配。 政府工

作报告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年度程序要求( Ma,2016),可视为政府注意力分配的主要

载体。 因此,选择当年城市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数字政府政策议题的强调程度

进行测量。 基于 4487 份政府工作报告,并采用基于 Word2Vec 模型的词频分析统计

数字政府主题种子词的频率。
(4)

 

财政能力。 财政能力是指政府的财政自主水平。 借鉴既有研究(王红帅,
2023),选择上年城市政府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值进行测量。

(5)
 

竞争压力。 竞争压力是指政府在资源争夺过程中所面临的来自同级政府的

行动压力。 政策扩散研究常使用相同上级辖区内的采纳比例测度(Zhang
 

and
 

Zhu,
2020)。 因此,选择上年相同省级行政区内其他城市政府的平均政策再生产进行测量。

(6)
 

学习动力。 学习动力是指政府对其他地区政府政策创新学习考察的热情。
由于现场学习能帮助访问者体验政策的运作和有效性,有研究通过党政领导的学习

考察进行测量(Ma,2017)。 因此,选择上年城市党政领导(市委书记与市长的正职与

副职)涉及数字政府政策议题的异地学习考察的次数进行测量①。
(7)

 

晋升激励。 晋升激励是指党政领导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由政治晋升机会所带

来的鼓励。 对于市委书记而言,55 岁便是一个重要分界线,那些超过 55 岁的官员由

于晋升机会减少,晋升激励将有所削弱(Zhu
 

and
 

Zhang,2019)。 因此,选择当年年龄

来对城市市委书记的晋升激励进行测量,年龄越大则晋升激励越弱,年龄越小则晋

升激励越强。
(8)

 

能力素质。 能力素质是指党政领导在职责履行过程中所具备的业务能力与

知识素质。 个体工作经验的增加对个人工作绩效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 Propheter,
2016)。 因此,选择用工作年限来对城市市委书记的能力素质进行测量,这主要是考

虑到现代官僚制更注重官员的实际工作能力(Fukuyama,2013)。
3.

 

变量校准

组态分析前需要对条件和结果进行校准,即通过明确的内部与外部标准定义高

① 本文以各城市政府官网为主要信息来源,使用“学习考察”与“考察学习”的关键词进行检索,经文本爬

取与信息抽取后统计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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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非高水平的变量,为每个案例赋予一个介于 0 ~ 1
 

之间的集合隶属度,从而将

变量转化为集合(拉金,2019)。 由于本文样本覆盖了我国的 188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

市①,分位数校准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因此,根据变量的数据类型,采用

直接校准法与间接校准法相结合的思路开展变量校准②。 考虑到二者的结合可以对

不同变量采取针对性策略,从而提升校准效果,根据条件特征采取差异化的校准方

式。 对于竞争压力与学习动力,采用间接校准法③;对于其余变量,采用直接校准法,
将前因条件和结果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的 95%分位数、50%中位数、5%分位数分别设

定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锚点(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 此外,为避免

在前因条件下的案例隶属度恰好为 0. 50 的组态归属问题,将 0. 5 隶属度减去 0. 001
常数(Crilly

 

et
 

al. ,2012)。 条件和结果的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集合、校准和描述统计结果

集合
模糊集校准 描述统计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高水平政策再生产 0. 100 0. 160 0. 230 0. 163 0. 047 0. 040 0. 330
高水平社会需求 1. 250 7. 220 95. 902 19. 207 33. 039 0 180. 030
高水平文化创新 0. 670 5. 9000 114. 951 27. 173 78. 119 0. 170 920. 850
高水平议题关注 0. 750 1. 6650 2. 941 1. 761 0. 765 0. 200 6. 550
高水平财政能力 0. 150 0. 400 0. 827 0. 431 0. 211 0. 110 1
高水平竞争压力 0 — 0. 1 0. 100 0. 105 0 0. 330
高水平学习动力 0 — 1 0. 207 0. 690 0 5
高水平晋升激励 58 55 49 54. 83 2. 721 46 60
高水平能力素质 28 34 39 33. 52 4. 010 18 43

4.
 

案例选择

在数字时代,数据已成为第五大生产要素。 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赋能效应,
从 2014 年起,全国范围内以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大数据发展管理

局等为代表的政府数据治理机构陆续成立。 作为公共组织结构的调整,这实质上属

于政府的管理创新。
因此,本文选择政府数据治理机构这一数字政府领域的政策议题进行实证分

①

②

③

虽然本文共搜集到了 198 个城市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职责文本,但 2015 年的 6 个城市是发明者,作为

政策再生产比较的基准,其无法进行变量测度。 而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这 4 个直辖市则由

于行政级别差异无法测量邻近竞争。 因此,这 10 个城市不参与组态分析,实际分析样本量为 188 个。
前者基于设置的关键定性锚点(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以及交叉点)进行结构式校准,而后者则基于理

论知识、案例经验与数据分布对隶属锚点进行重新定义。
竞争压力与学习动力的变量构建方式使其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相对较高的“ 0” 值,呈现出非典型的分

布,这反映了多数市级政府在这两个方面的缺失或不活跃。 因此,本文通过观察前因条件在案例中的

分布,选择能够最大程度区分案例的数值作为完全不隶属与完全隶属的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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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1)政策内容清晰。 不同于既有政策转移过程中因“改头

换面”而引起的识别困难,政府数据治理机构在各地能清晰定位,职责明确也使得能

精准界定政策再生产的范围。 (2)不涉及意识形态。 政府数据治理机构作为提升数

据治理能力的组织变革,更偏向于技术层面的政策议题,这弱化了其可能受到的潜

在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干扰。 (3)数据获取便利。 政府数据治理机构作为地方政府的

重要工作部门,基本都在政府官网进行信息公开,这使得对其职责文本的获取相对

便利,保障了数据的权威性。
基于所测度的 18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政府数据治理机构职责的政策再生产,本文

分别考察其在时间与空间层面的差异,从而尝试管中窥豹,揭示我国政策再生产的整体

面貌。 在时间演变方面(见图 3),随着年份的增加,政策再生产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

势,这可能是由于前期采纳者的不断累积,地方性知识生成不断丰富,后期采纳者可以

参考的模板越来越多,从而增大了创新的难度。 在空间分布方面①,政策再生产呈现出

“总体平衡、局部突出”的特征,即在全国范围内政策再生产几乎未在区域之间产生较

大差异,但有部分城市表现出与周围地区的明显差异,成为特定区域内的“创新者”。

图 3　 政策再生产(政府数据治理机构职责)的时间演变

四、
 

分析结果

(一)
 

必要条件分析

　 　 本文使用 R4. 4. 1 中的“QCA”分析包进行组态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前,
需要进行必要条件分析。 从集合论视角出发,必要条件分析就是探讨结果集合在多

大程度上是条件集合的子集,当结果发生时某个条件始终存在,那么该条件便是结

果的必要条件(拉金,2019)。 一般而言,必要条件的认定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

① 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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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水平大于 0. 9 且覆盖度大于 0. 5(Schneider
 

and
 

Wagemann,2012)。 表 2 展示了

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所有条件的一致性水平都小

于临界值 0. 9,因此,本文中不存在塑造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这体现了政

策再生产的复杂性。

表 2　 必要条件的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一致性 覆盖度

高水平社会需求 0. 583 0. 674
非高水平社会需求 0. 746 0. 645
高水平文化创新 0. 533 0. 647

非高水平文化创新 0. 757 0. 632
高水平议题关注 0. 621 0. 623

非高水平议题关注 0. 684 0. 666
高水平财政能力 0. 614 0. 637

非高水平财政能力 0. 677 0. 639
高水平竞争压力 0. 492 0. 540

非高水平竞争压力 0. 695 0. 625
高水平学习动力 0. 212 0. 676

非高水平学习动力 0. 882 0. 516
高水平晋升激励 0. 607 0. 681

非高水平晋升激励 0. 702 0. 620
高水平能力素质 0. 616 0. 627

非高水平能力素质 0. 682 0. 656

(二)
 

条件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时,本文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 1,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 8,并将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PRI)分数阈值

设置为
 

0. 7(杜运周等,2020)。 由于自然发生的社会数据有限多样性的特征,研究者

必须使用假设的案例进行思想实验,反事实分析通过逻辑运算和推理,能够推断现

实世界之外的可能世界(杜运周等,2021)。 基于 EONL 的理论框架,本文在反事实

分析时,采取了“理论驱动”的策略,即根据既有经验证据,假设单个前因条件的出现

有助于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形成①,从而对逻辑余项执行逻辑最小化过程,寻找产生

① 由于组织与政策过程理论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积累了诸多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

所选择的特定前因条件影响结果的方向提供间接甚至直接的支持,具体内容可以参考理论框架。 此

外,本文也尝试了保守的“数据驱动”策略,即假设单个前因条件出现与否均可能有助于高水平政策再

生产的形成,结果表明虽然一致性与覆盖率有略微提升,但是以条件组态的简洁性损失为代价,这并不

利于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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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最简表达式。 表 3 展示了 5 个不同的条件组态,这些条件组态分别构成了高

水平政策再生产形成的等效原因路径,解的总体一致性为 0. 887,总体覆盖度为

0. 228,意味着可以解释约 22. 8% 的案例,这与既有中等样本规模的研究相类似

(Gupta
 

et
 

al. ,2020)。 基于各条件组态的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本文对条件组态进

行命名,并根据条件组态的解释案例进行简要分析(见图 4)。

表 3　 条件组态分析结果

条件组态
内部协调型 环境支持型 内外联动型 外部协调型 综合演化型

1 2 3 4 5

高水平社会需求 ● ● ⊗

高水平文化创新 ● ● • ●

高水平议题关注 ⊗ ⊗ ⊗ ●

高水平财政能力 ● •

高水平竞争压力 ⊗ ⊗ ⊗ ⊗ ⊗

高水平学习动力 ●

高水平晋升激励 ● ● •

高水平能力素质 ⊗ ⊗ ●

一致性 0. 913 0. 926 0. 934 0. 914 0. 934

原始覆盖度 0. 218 0. 206 0. 192 0. 132 0. 143

唯一覆盖度 0. 037 0. 015 0. 002 0. 024 0. 009

总体一致性 0. 887

总体覆盖度 0. 228

　 　 注:●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或表示该条件不存在;●或⊗表示核心条件,•或⊗表示边缘条件。 空白

代表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条件组态一:内部协调型。 该类型以高水平财政能力与高水平晋升激励为核心

条件,需要组织资源与领导特征维度的条件相互联动才能发挥作用。 这意味着即使

政府议题关注并不高,竞争压力也不大,但是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较强,主政官

员也面临着较强的晋升激励,那么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实现高水平的政策再生产。 以

2019 年组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的濮阳市为例,时任市委书记年仅 49 岁,在任

期间积极谋求改革创新,2018 年农村改革入选“改革开放 40 年地方改革创新案例”。
同时濮阳市积极推进财政改革,通过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至 2018 年财政收入已

近百亿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此基础上,濮阳市积极对政府数据治理机构

的职责进行本土化改造,政策再生产水平达到了 0. 22。
条件组态二:环境支持型。 这一类型以高水平社会需求与高水平文化创新为核

心条件,仅需区域环境维度即可发挥作用。 这意味着即便地方政府的议题关注与竞

争压力并不高,但如果城市创新文化兴盛且社会需求强烈,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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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条件组态解释案例

高水平的政策再生产。 以 2019 年组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的武汉市为例,武汉

市政府重视以政策引领本市文化创新水平提升。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

(2019)》显示,武汉市科技创新发展位居全国前十,同时,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提

升也深刻体现了武汉市民众对数字化服务的期许。 《2019 城市数字发展指数报告》
显示,武汉市民众使用手机办事的比例位居全国第三。 在此基础上,武汉市政府积

极对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职责进行本土化适配,政策再生产达到了 0. 2。
条件组态三:内外联动型。 该路径以高水平文化创新与高水平晋升激励为核心

条件,区域环境与领导特征维度的条件相互联动方能发挥作用。 这意味着即使地方

政府的议题关注与竞争压力并不高,主政领导能力素质也不高,但若城市创新文化

兴盛且主政官员面临较强的晋升激励,地方政府也能进行高水平的政策再生产。 以

2019 年组建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的吉林市为例,时任市委书记年龄 53 岁,
其任上积极推动创新改革,推动了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等改革,同时吉林市长期以

来重视文化创新氛围的培育,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9 年吉林市入选

“2018—2019 年度信息惠民优秀智慧城市”。 在此基础上,吉林市在组建政府数据治

理机构时,将本土化内容融入机构职责,政策再生产水平达到了 0. 21。
条件组态四:外部协调型。 该路径以社会需求与学习动力为核心条件,以文化

创新与财政能力为边缘条件,区域环境与府际网络在该路径中互相联动且发挥主要

作用。 这意味着即使地方政府面临竞争压力不大,但在城市创新文化兴盛且财政能

力较强的基础上,社会需求强烈且积极对外学习,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实现高水平的

政策再生产。 以 2016 年组建大数据发展促进局的青岛市为例,其财政能力位居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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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且文化创新氛围浓厚,是国内首个成立城市专利市场的城市。 同时,青岛市民

众对数字政府建设的需求强烈,而政府也积极回应,在 2015 年组织团队前往成都围

绕数字政府议题开展学习考察。 在此基础上,青岛市政府积极对政府数据治理机构

职责进行本土化改造,政策再生产水平达到了 0. 32。
条件组态五:综合演化型。 该路径以文化创新、议题关注及官员能力素质为核

心条件,以晋升激励为边缘条件。 这意味着即使地方政府面临的竞争压力与社会需

求都不强烈,但若城市创新文化兴盛,地方政府的议题关注,以及主政领导的能力素

质与晋升激励都较高,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实现高水平的政策再生产。 以 2019 年组建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的孝感市为例,孝感市具备浓厚的文化创新氛围,打造了

“知识产权孝感模式”,时任市委书记已参加工作 35 年,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且其

年龄仅 54 岁,处于晋升的关键阶段。 由此,孝感市将数字政府建设作为年度工作重

点方向。 在此基础上,孝感市政府积极将本土特色融入政府数据治理机构职责之

中,政策再生产水平达到了 0. 21。
纵观 5 个条件组态:如果区域环境同时具备高水平社会需求与文化创新这两个

条件,那么即使缺乏若干条件,只需在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中的个别条件

具备时,高水平政策再生产便可以形成(对应环境型与环境 网络型);然而,当区域

环境并不具备此条件时,只要主政领导的晋升激励足够强,那么通过与区域环境和

组织资源的个别条件相结合,仍然存在着通往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另一条道路(对

应组织 领导型、环境 领导型与综合型)。 这实质上凸显了区域环境与晋升激励的

重要性。 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将外来政策嵌入属地环境时并非机械性嵌入,而是根

据属地实际治理需求进行适应性重塑(熊烨,2019),区域环境将加剧政策再生产的

紧迫感,因为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 Zhang
 

et
 

al. ,2025)。 然而,这仅构成了需求

端,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实现仍有赖于供给端若干条件的配合。 另一方面,以“零和

博弈”为核心的政治晋升角逐,以政策再生产为核心的“创新擂台赛”为那些晋升激

励强烈的主政领导提供了寻求政绩创造与向上邀功的突破口(张海柱和林华旌,
2022)。 然而,主政领导的行动并非发生于真空中,其行动仍然需要其他基础条件的

支持。 综上,5 个条件组态之间的本质差异便在于组织外部的区域环境与组织内部

的晋升激励何者为主导配置,这直接决定了高水平政策再生产是由环境自发催化还

是由领导意志主导。
 

(三)
 

条件关系分析

虽然组态理论化研究注重因素间的关系模式,但如何在集合理论中发展和检验

条件关系,如何对条件关系模式进行细致分析仍然有待突破(杜运周等,2021)。
QCA 具备分析不同条件组态下前因条件所表现出的互动关系的能力,为复杂性的简

化提供了可能。 因此,基于 EONL 的理论框架,本文尝试对条件组态分析结果(除综

合型外)进行条件关系分析,通过将具象条件视为抽象概念的映射,绘制出区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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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的互动网络(见图 5),其中虚线箭头代表整体性

的理论框架,实线箭头则代表政策再生产形成过程中的条件互动。 通过对条件组态

结果的梳理与对条件互动网络的观察,揭示政策再生产形成过程中前因条件互动所

产生的复杂关系。

图 5　 条件互动网络

(1)
 

多元条件在政策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差异化的角色。 从社会网络的理论视

角来看,区域环境与领导特征的点度为 2,组织资源与府际网络的点度为 1。 虽然组

织内外的角色缺一不可,但这些条件对塑造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贡献具有异质性:
外部角色中,区域环境相比府际网络更为重要;内部角色中,领导特征相比组织资源

更为重要。 具体而言:一方面,政策再生产作为地方政府对外地政策本地化的改造

与调整,属地发展面貌的差异意味着政策内容需要因地制宜,那些基础条件较好的

地方会产生对政策内容优化的更高需求;另一方面,政策再生产作为地方政府领导

主持下对外来政策选择性吸纳的过程,领导的偏好与意志将深刻烙印于政策内容

中,那些能动性较高的领导将会更积极地推动政策内容的优化。
(2)

 

多元条件在政策再生产过程中存在替代关系。 从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的视角

来看,在形成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 4 条路径中,领导特征分别与区域环境、组织资源

形成了前因条件组合;区域环境分别与府际网络、领导特征形成了前因条件组合,这
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区域环境与组织资源可以相互替代,而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

也可以相互替代。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具有晋升激励的主政领导的主持统筹与积

极运作下,区域环境与组织资源分别成为高水平政策再生产形成的外部基础与内部

支持,二者都能保障主政领导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在社会需求或者文

化创新水平较高的区域环境中,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分别成为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

外向参照与内向动能,二者都能保障区域环境客观结构的功能实现。

(四)
 

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以下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戴正和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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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2023):首先,调整案例频数阈值,从 1 提升至 2;其次,调整 PRI 一致性水平,从
0. 7 降低至 0. 65;再次,调整一致性水平,从 0. 8 提升至 0. 9;最后,调整校准锚点,将
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锚点分别调整为 90%位数和 10%位数,交叉点保持不变。 结

果表明,在轻微改变了组态分析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方案之后,虽然产生的组态之间

从表面来看并非完全相同,但这些组态之间仍然具有清晰的子集关系,并未改变研

究发现的实质解释,因此可以认为研究结果相对稳健( Schneider
 

and
 

Wagemann,
2012)。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政策再生产过程与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展,提炼出区域环境、组织资源、
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四个理论概念,构建了“环境 组织 网络 领导”(EONL)的理论

框架,以探究政策再生产的形成过程。 基于城市政府数据治理机构这一数字政府政

策议题中的管理创新,综合应用 Doc2Vec 模型与定性比较分析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

发现以下结论。 (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无论是外部

的区域环境与组织资源,还是内部的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都无法构成高水平政策

再生产形成的必要条件。 (2)区域环境与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多重并发,
形成 5 个驱动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条件组态,即以高水平财政能力与高水平晋升激

励为核心的内部协调型、以高水平社会需求与高水平文化创新为核心的环境支持

型、以高水平文化创新与高水平晋升激励为核心的内外联动型、以高水平社会需求

与高水平学习动力为核心的外部协调型,以及以高水平文化创新、高水平议题关注、
高水平能力素质为核心的综合演化型,且其本质差异在于组织外部的区域环境与组

织内部的晋升激励何者为主导配置。 (3)条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性面貌,多元

条件在政策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差异化的角色,并存在替代关系,相较于府际网络

与组织资源,区域环境与领导特征更重要,且区域环境与组织资源可以相互替代,府
际网络与领导特征可以相互替代。

(二)
 

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构建了 EONL 的理论框架,勾勒了组织内外多元驱动因素的合力效

应,为政策再生产形成过程中的复杂面貌提供了整体性认知。 围绕政策再生产的形

成,既有研究往往延续政策扩散的理论框架,从单因素塑造( Hinkle,2015;Jansa
 

et
 

al. ,2019;Collingwood
 

et
 

al. ,2018;Linder
 

et
 

al. ,2020;刘河庆和梁玉成,2021)或者多

因素组合的视角( Chen
 

and
 

Huang,2021;Hansen
 

and
 

Jansa,2021;张海柱和林华旌,
2022;王法硕和张嘉玲,2023;Zhang

 

et
 

al. ,2025)进行了考察。 然而,政策再生产与政

策扩散作为内蕴差异的理论概念(Rice
 

and
 

Rogers,1980;Clark,1985),并不完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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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一理论框架(Carley
 

et
 

al. ,2017;Yu
 

et
 

al. ,2020),需要在政策扩散的基础上进行

适应性调整。 因此,本文通过将政策再生产过程与组织理论的研究予以结合,并对

驱动因素进行系统的归类与提炼,初步实现了以政策再生产为核心的理论构建,为
从整体层面重新理解政策再生产提供了可能。

其次,本文应用 fsQCA 揭示了政策再生产得以形成的条件组态与条件关系,组
态视角使得对政策再生产形成过程中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分析成为可能。 近年来

学界虽然逐渐深化了对政策再生产形成原因的认识( Garrett
 

and
 

Jansa,2015;熊烨,
2019;Linder

 

et
 

al. ,2020;杨志和曹现强,2023),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基于组态视角进

行探讨(Chen
 

and
 

Huang,2021;张海柱和林华旌,2022;王法硕和张嘉玲,2023;Zhang
 

et
 

al. ,2025),但缺乏对各类具体条件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概念提炼,因而难以揭示

这些理论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则将区域环境、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导特

征视为多轨迹共同演化的主要因素,发现了区域环境与晋升激励的关键作用,这不

仅深化了对政策再生产形成过程中“等效因果路径”的认知,揭示了不同路径的形成

原因,而且明晰了多元条件所扮演的异质性角色,促进了对政策再生产形成过程中

互动耦合关系的理论认知。
最后,本文考察了我国城市政府数据治理机构这一数字政府政策议题中的政策

横向再生产,突破了国内政策再生产研究强调纵向维度而忽视横向维度的局限。 围

绕政策再生产,国外与国内形成了两条对比鲜明的研究脉络:前者多关注政策横向

再生产(Hinkle,2015;Carley
 

et
 

al. ,2017;Jansa
 

et
 

al. ,2019;Yu
 

et
 

al. ,2020);后者多

关注政策纵向再生产(刘河庆和梁玉成,2021;席虎和汪艳霞,2021;张海柱和林华

旌,2022;王法硕和张嘉玲,2023)。 不同于“简单参照上级”政策纵向再生产,政策横

向再生产同时存在多个参照物,这为其测量带来了挑战( Jansa
 

et
 

al. ,2019;Linder
 

et
 

al. ,2020;Chen
 

and
 

Huang,2021)。 本文立足于我国政治情境探讨了政策横向再生产

的形成过程,得出了有别于以往政策纵向再生产的研究结论,这不仅为政策横向再

生产的概念测量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方法,有助于该领域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有序

衔接,而且深化了对政策横向再生产形成过程的理论认知,为其与政策纵向再生产

的内涵对照和比较分析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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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cy
 

diffusion,
 

a
 

classic
 

theme
 

in
 

the
 

policy
 

sciences,
 

has
 

traditionally
 

focused
 

on
 

the
 

binary
 

outcomes
 

of
 

policy
 

adoption.
 

This
 

perspective
 

often
 

simplifies
 

policy
 

transfer
 

into
 

simple
 

replication,
 

thereby
 

overlooking
 

the
 

diverse
 

manifestations
 

of
 

policy
 

reinvention.
 

The
 

complexity
 

inherent
 

in
 

the
 

reinvention
 

process
 

suggests
 

that
 

existing
 

diffusion
 

theories
 

are
 

insufficient
 

to
 

fully
 

explain
 

its
 

formation.
 

While
 

previous
 

research
 

has
 

offered
 

valuable
 

insights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rspectives,
 

it
 

has
 

lacked
 

a
 

highly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has
 

not
 

clarified
 

the
 

dominant
 

factors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s
 

that
 

shape
 

policy
 

reinvention,
 

leading
 

to
 

a
 

fragmented
 

and
 

ambiguous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paper
 

draws
 

on
 

advances
 

in
 

policy
 

processes
 

and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to
 

develop
 

an
 

“ Environment-Organization-Network-Leadership ”
 

(EONL)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framework
 

integrates
 

four
 

key
 

concepts—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s,
 

and
 

leadership
 

characteristics—to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of
 

policy
 

reinvention.
 

We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the
 

case
 

of
 

municipal-level
 

government
 

data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a
 

significant
 

managerial
 

innovation
 

in
 

digital
 

government
 

policy.
 

A
 

mixed-
method

 

approach
 

combining
 

the
 

Doc2Vec
 

model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is
 

empl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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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yields
 

several
 

key
 

findings:
 

( 1)
 

No
 

single
 

condition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high-level
 

policy
 

reinvention.
 

( 2)
 

Multiple
 

conjunctural
 

causations
 

exist.
 

We
 

identify
 

five
 

distinct
 

configurational
 

paths
 

leading
 

to
 

high-level
 

policy
 

reinvention:
 

internal
 

coordination,
 

environmental
 

support,
 

internal-external
 

linkages,
 

external
 

coordination,
 

and
 

comprehensive
 

evolution.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among
 

these
 

paths
 

lies
 

in
 

the
 

dominant
 

role
 

of
 

either
 

the
 

external
 

regional
 

environment
 

or
 

the
 

internal
 

promotion
 

incentives.
 

( 3 )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conditions
 

are
 

complex;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Leadership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critical
 

than
 

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Furthermore,
 

substitutive
 

relationships
 

exist
 

betwee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as
 

well
 

as
 

between
 

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s
 

and
 

Leadership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contributions.
 

Theoretically,
 

it
 

constructs
 

an
 

EONL
 

framework,
 

which
 

provides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of
 

policy
 

reinvention
 

by
 

delineating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multip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ers.
 

Methodologically,
 

it
 

applies
 

fsQCA
 

to
 

reveal
 

the
 

causal
 

configurations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s,
 

enabling
 

an
 

analysis
 

of
 

multiple
 

conjunctural
 

causations.
 

Empirically,
 

it
 

examines
 

the
 

horizontal
 

reinvention
 

of
 

policy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urban
 

data
 

governance
 

agencies,
 

addressing
 

the
 

limitations
 

in
 

domestic
 

research
 

that
 

have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the
 

vertical
 

dimension.
In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about
 

policy
 

diffusion
 

by
 

refin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policy
 

reinvention
 

but
 

it
 

also
 

identifies
 

the
 

crucial
 

combinations
 

of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the
 

high-level
 

success
 

of
 

policy
 

reinvention.
 

It
 

offers
 

valuable
 

empirical
 

lesson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hat
 

are
 

seeking
 

to
 

promote
 

effective
 

policy
 

local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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